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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馬華文學場域的形成與變遷」國際學

術研討會。11月，清華大學舉辦「東亞文學

場：台灣／朝鮮／滿州的殖民主義與文化交

涉」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這些學術會議的辦

理不難發現，無論依據的是「東亞」視角，

或由「華文／華語語系文學」入手，又或者

深入數個文學場域進行探索比較，台灣文學

研究近年來的確嘗試在更廣更複雜的關係網

絡中，再度定位自身，並找尋新的課題和研

究動力。

就「跨界」而言，3月的文化研究年會

即以「跨／界」為題，再訪文化研究的方法

與實踐。6月，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規模盛大

的台日「文學與歌謠」國際學術研討會。而

在本年度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魏德聖」

的名字似乎特別醒目，9月號《中外文學》推

出「魏德聖與台灣電影的未然」專輯，10月

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則有「圖像與文學

研究」專題。雖然電影《賽德克‧巴萊》上

映於2011年，但在2016年這兩個專題裡，討

論它的論文足有6篇之多，毋寧是有趣現象。

此外，4月的《台灣文學研究學報》則有「台

灣文學與民俗」專題，對於信仰傳說、歌仔

冊、新劇進行探究分析，顯示台灣文學「文

本」的多元可能。

以下，便透過「跨域」、「民國文

學」、「跨界」和「其他重要研究」等關鍵

詞，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一、前言

台灣文學學科的體制化，迄今約二十

年。在這不算長的時間裡，如果有所謂「研

究主潮」可言，它其實是不斷更迭的：從較

早期的「後殖民」批判視野、再估現代主

義，以至對「現代性」的關注、將台灣放入

「東亞」思考、空間轉向等，再到如今「跨

域」及「跨界」成為最顯明的研究趨勢。這

部分只要由近年來中興和中正兩校的台文

所，分別更名為「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

所」、「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便

能清楚察覺。

這種研究方向的轉進、「調整」，對

於台灣文學學科而言究竟是危機，抑或轉

機？爭論所在多矣，尚待時間去證明。而觀

察2016年台灣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跨域」

和「跨界」確實仍是本年度最顯眼的研究趨

勢。

就「跨域」而言，開年1月即有政治大

學的「翻譯東亞」研討會，以及中興大學的

「台灣研究在東亞」學術研討會，主題上皆

標示「東亞」二字。5月，東華大學主辦的第

7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則

在探討「華文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交流—跨

區域的文學翻譯、出版與傳播」。6月，台灣

大學舉辦第2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

台灣文學與亞太人文的多元關係」國際學術

研討會。7月，成功大學舉辦「戰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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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域

正如前文所言，跨越數個地域的文學

研究可由不同角度切入。其中關於華語語系

文學的討論，近年來始終維持有相當熱度，

並因王德威、張錦忠等學者的推動，華語語

系文學和馬華文學之間似乎越來越有相互闡

發、註解的密切關係。《中山人文學報》40

期（1月）的專題即為「華語語系表述／馬

華文學」，內容有對史書美的深度訪談，以

及關於陳大為、方娥真、賀淑芳等作家作品

的研究。黃錦樹在〈「我用瘦弱的滾木搬運

巨大的詞」：遲到的說書人陳大為和他的

「野故事」〉中，考察陳大為二十多年來的

詩路歷程，並關切「題材後面那個更根本的

問題」，而「是不是因為信仰台式的後現代

主義，讓他著迷於表面，輕，小，虛無，以

致走一條煙一般的詩路？」、「那大量詩作

中的隱藏作者，是個孩子，頂多發育到青少

年，還未至哀樂中年」以及「其詩無怨」等

論評，用詞不可謂不重；	春美的〈幼女當自

強：方娥真自傳體小說的女性成長史〉，則

討論在台灣已較少受到關注的「神州詩社」

創社成員之一方娥真，並以余光中的「繆斯

最鍾愛的幼女」之讚譽，架構全文的問題意

識，認為如斯讚許無形中固定了方娥真的形

象，使得她在討論上總被置放於受保護的父

性空間，以及溫瑞安的身影之中。而林春美

則選擇了方娥真遭逢牢獄之災前，於台灣出

版的最後一本著作《畫天涯》（1980）進行

分析，指出在這本具有自我指涉意味的小說

中，方娥真對「神州」保持一定距離，完成了

她對「幼女」成長史的建構，甚至對無所不

在的霸權也發出過微弱的抗議之聲。基本上

這是一篇具有「翻案」企圖心的研究論文。

同一專題中還有高嘉謙的〈華／夷「之

間」的擺盪與迴旋：我看《華夷風起》及其

他〉，而《台灣文學研究集刊》19期（2月）

中則有蔡建鑫的〈再論後遺民〉，兩文皆對

華語語系建構大將王德威的著作、理論提出

討論。高文清楚闡述了王德威不特別著眼於

批判框架，尤其是在「勢」的概念提出後，

「華夷風起，驅動的是流通、位移、消長，

這大概可以理解為王德威主張的華語語系批

評策略」；蔡文則是嘗試深入開發、延伸王

德威「後遺民」概念的理論能量，不過當他

認為「究其極，我們都是後遺民」時，如此

的擴展、始終變化、無所不包，究竟將使得

理論更加具有詮釋效力抑或更飄渺？也許值

得斟酌。

另外，葉金輝在《中外文學》45卷2期

（6月）上的〈文學的國籍、有國籍馬華文

學、與「入台」（前）馬華作家：兼與黃錦

樹和張錦忠商榷〉，則引發了一場小小風

暴。他在該文中表明此商榷乃是取狹義的文

學定義：「以國籍作為文學的身份座標」。

並嚴正指出縱使馬華（文學）遭遇國家不合

理的對待，但「華人、馬華文化與文學一樣

並非無國籍，只是處於非主流地位。」在這

樣的認識基礎上，他批評「無國籍華文文

學」、「雙重國籍／歸屬」等提法，並認為

「脫馬入台」的作家作品不應再視為馬華旅

台或在台文學，作品也當隨著作家入籍。這

樣的論調後續引來了被商榷者的回應，黃錦

樹在報章上有〈關於真正馬華文學—回應

葉金輝的商榷〉，而葉金輝也有〈馬華文學

國籍評議—回應黃錦樹〉、〈「無國籍」

馬華文學之患〉等文章再回應。

除了華語語系及馬華文學的討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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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文學之間的互動比較，也是近年來台

灣文學「跨域」研究時常涉及的範疇。《台灣

文學研究》11期（12月）有麥樂文〈香港劇場

上的《將軍族》—致群劇社的陳映真小說

改編〉，探究從台灣到香港的跨文類改編，

比較原著和劇本之間的同與異，進而挖掘改

編者張秉權在該時空下的問題意識；王家琪

的〈也斯的七○年代香港新詩論述—以台

灣現代詩檢討風潮為燭照〉，則發現也斯在

討論香港現代詩的轉向時，經常會結合當時

台灣詩壇的相關爭辯一併觀照，而對於其中

的動向有接受、有反對（例如對民族風格敬

而遠之），亦有認知上的些許距離（例如對

「現實」內涵的理解）。這兩篇論文並不孤

立處理作家作品及論述，而能直面台、港兩

地時空脈絡之異同，深入推敲，值得欣賞。

游勝冠所主編的《媒介現代：冷戰中的

台港文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里仁書局，11月），是2013年學術研討會部

分論文的結集成果。其動機是源於冷戰時期

現代主義思潮／意識形態進入台灣，更多是

由當時更自由開闊的香港輾轉而來，因此探

討該議題不能不以香港作為主要參照點。全

書內容編為「冷戰『製造：典律化與現代

化』、「反共VS.反美／反殖」、「冷戰與現

代主義」、「霸權的收編與抵抗」4輯，除了

冷戰（時期）本身，也兼顧影響及其遺緒。

王梅香的〈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

港、馬華文學場域：以譯書計畫《小說報》

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2期，3

月），則又擴大範圍，探討1950年代美國將

台、港、馬（星）納入美援文藝體制的過

程。此過程當然歷經各種調整，論文強調美

新處「隱蔽」權力的運作，並透過對《小說

報》的考察，指出美方最終目的不在通俗、

愛情或東南亞各國的在地文化，「而是知識

分子在起心動念的時候，就已經是『美國

式』的思考世界的方式。」

除了台港星馬之外，高嘉勵的專書《書

寫熱帶島嶼：帝國、旅行與想像》（台中：

晨星，5月），則探討帝國（日本）和熱帶

島嶼（台灣、南洋）之間的關係。她以中島

敦、佐藤春夫、田村泰次郎、大鹿卓、佐多

稻子5位日本作家，撰寫的殖民時期台灣和南

洋作品為考察對象。他們的旅行皆非單純觀

光遊賞，其過程可謂殖民接觸的實際場域，

對於這些作品的閱讀和詮釋「無法純粹整合

在壓迫—反抗的解析框架下」，而得以挖掘

出帝國中心與殖民島嶼之間更為幽微、曖昧

的關係，以及權力的細部運作機制。

另外，「翻譯」也是跨域的方式之一。

本年度以翻譯為主題的研究不少，王惠珍有

〈六〇年代台灣文學的日譯活動：《今日之

中國》的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台灣文

學研究學報》23期，10月），以及〈後解嚴

時期西川滿文學翻譯的文化政治〉（《台灣

文學學報》29期，12月）兩篇論文，皆關注

翻譯的策略及其產生之影響。前者以1960年

代台灣對日招商的宣傳刊物《今日之中國》

為主要考察對象，指出省籍作家透過日譯活

動進行社群整編，在當時的環境下形成另一

個特殊的文化空間；後者則重新檢視後解嚴

時期對西川滿文學的譯本，進而發現譯者有

意識地篩選擇取，以符合1990年代建構台灣

文化主體性的需求，並滿足當時台灣社會的

鄉土懷舊情緒。

許俊雅的〈關於1930、1940年代佐藤春

夫《女誡扇綺譚》的中譯及改寫——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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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誡扇」之意涵〉（《東吳中文學報》

32期，11月），則針對《女誡扇綺譚》的中

譯（蕭林譯本）及改寫（徐卓呆〈赤崁鬼

話〉）進行分析，除了細部比較外，也有呈

現《女誡扇綺譚》翻譯流傳之廣、對於許多

作家產生影響的用意；另，《女誡扇綺譚》

中的「扇子」在過往研究中未被探及，故論

文援舉相關作品論證佐藤春夫可能受到的啟

示或影響，其中尤難忽略《溫德米爾夫人之

扇》一作。

謝惠貞的〈互相註解、補完的異語世

界—論東山彰良《流》中的文化翻譯〉

（《台灣文學學報》29期，12月），考察甫

獲得第153次直木賞的東山彰良《流》一作，

指出許多文化翻譯的策略被消融在中譯本

裡。而在日語版裡，東山其實運用了標示假

名、註解釋義、成語等手法將台灣語言融入

日語語境中，她認為正是這些策略使《流》

形成得以交涉、協商的「第三空間」。

三、民國文學

如果說「跨域」確實是台灣文學研究近

年來相當醒目的趨勢，在紛紛跨向東北亞、

東南亞甚或世界各地的同時，海峽西邊那

「巨大的存在」與台灣的關係又為何？我們

跨或不跨？在2016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中，

倒是有一來自中國的學術語彙進入了台灣學

界的視野，即「民國文學」。

「民國文學」作為一種學術提法或

範疇，從而引發討論，在中國並非近一兩

年之事。但在台灣基本上還是在李怡、張

堂錡所主編《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創刊

（2015.12），並於2016年持續出版第2、3輯

後，才有較具規模的探究；兼之楊儒賓2015

年所出版的《1949禮讚》，其迴響和討論熱

度持續至2016年。在此相關二者的激盪、結

合下，因此有「1949：民國文學、歷史、思

想的交會與分流」圓桌座談的舉行，內容記

錄並刊載於《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3輯。

「民國文學」的提出和興盛，一方面具

有在中國獨尊左翼多年後，重新關注右翼、

大後方文學的意義，相當程度也與辛亥百年

而來的「民國熱」有關。再者，其也是中國

學界為解決「現代文學」產生的盲點，所提

出的新名稱定位。因為當「現代」的時間區

劃可以被無限延伸時，許多課題將會混淆而

無法辨析；而且就意義的層次而言，「現

代」時常僅指涉現代／新文學，無法涵蓋在

現代時空下依舊存在發展著的傳統、通俗文

學。因此他們嘗試「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

概念」，例如張福貴便指出「縱觀中國文學

發展史，對於文學史的分期都是以朝代和時

代為分界點的」，在這種認識基礎上，現代

文學最後必會定名為「民國文學」；相對於

此，則當代文學便可由現代文學中剝離出

去，稱之為「共和國文學」。

很明顯的，「民國文學」的提法事實上

奠基於當代中國的正統史觀，縱使再如何強

調其為中立的時間概念、無涉政治，但根據

的既是（傳統的）政權、「改朝換代」等框

架去為文學進行分類劃屬，必不可能自外於

政治。對於這種似舊又新的民國文學概念，

在期刊上有所著述發言的台灣學者，多半保

持批判性接受的態度，關注重點放在若要透

過此視角看待台灣文學，將能夠「怎麼重新

去思考、描述台灣文學，產生新的研究動力

和方法論」（黃美娥語），又或者能否「把

許許多多被遺忘或遺棄者找出來，放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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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李瑞騰語）。

此外，這種依據朝代或國家政權具體演

變時段來標示的「民國文學」，還必須面對

「1949」的課題。在張俐璇的〈共和國看民

國—書評《民國文學討論集》〉（《民國

文學與文化研究》第1輯，2015.12）文中，

她提到該討論集至少能提供台灣文學研究對

「民國來時路」的重新認識，而且1949年以

後在台灣的「三民主義文藝」和「民族主義

文藝」政策，也可說是「民國文學機制」的

延續物種。這所謂「延續物種」之說很有意

思，值得追問的是，那麼「延續物種」究竟

能否算是「民國文學」的一部分？

對於這類疑難，事實上中國學界是有所

留意的。周維東在〈1949年之後的台灣文學

是否屬於「民國文學」？〉（《民國文學與

文化研究》第2輯，7月）中便認為，1949之後

「民國」並沒有終結，但文學發生了變化，

這主要來自「空間」產生變化。當「共和

國」改變了「民國」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

的地位，而「民國」偏據台灣後，其前後所

轄的疆土有著天壤之別，身在「民國」中的

作家過去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感受，也不得

不受到檢視，此時的「民國」才真正與國民

黨、蔣政權綑綁在一起。周維東言下之意認

為，民國文學確實能夠「外延」至1949年之

後的台灣，並且不否定張俐璇所謂民國文學

機制「延續物種」的說法。

但有趣的是，在前文已提過《民國文學

與文化研究》第3輯刊載的圓桌座談紀錄中，

楊儒賓針對其《1949禮讚》，則不只一次提

到不應將「1949」與國民黨的問題連結在一

起，「若把國民黨與『1949』的意義分開重

新來看，將會看出許多不同之處」。雖然楊

儒賓基本上並非針對「民國文學」的概念發

言，但由看待「1949」的視角及其對台灣影

響的種種差異上，不難想像「民國」在1949

年以後的延續狀況，甚或「終結」（終結了

嗎？），及其與國民黨文藝政策、思潮的關

聯程度，應該都還是日後「民國文學」概念

在台灣場域中會不斷辯證的課題。

四、跨界

就「跨界」而言，電影始終是論述大

宗。本年度的研究或可以《中外文學》45卷3

期（9月）的「魏德聖與台灣電影的未然」專

輯為代表，其中收錄6篇審查論文與兩篇來自

日本、韓國的特約論文，以及一篇魏德聖導

演的訪談。該期主編邱貴芬、廖朝陽在〈弁

言〉中表示，6篇審查稿探討的議題多數與

殖民歷史、族群關係及認同有關，而對於作

者―作品連鎖之外的議題較少關注；而兩篇

特約稿則分別討論了韓國、日本對於魏德聖

（電影）的接受狀況，再加上訪談中魏德聖

也提出不少自己對於台灣電影產業的觀點，

因此可補充上述之「未然」。

編者之一的邱貴芬正與幾位學者合作以

魏德聖電影為主要探討對象的國際專書論文

集，而在本專輯與國際專書同時進行的過程

中，她觀察到國內、外學者對於「魏德聖」

關懷重點不同。國際策展人或華語電影學者

的關懷環繞在魏德聖與其他台灣導演（特別

是侯孝賢與蔡明亮）的比較，以及魏德聖所

代表的當代台灣電影美學轉變於國際場域的

接受情形。當然，此不同之處確實值得反

思，但這不也正顯示了位置各異的人們所留

心在意，本即會有所不同。

蘇偉貞的〈國家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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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敘事：以1960年代《星星月亮太陽》、

《街頭巷尾》、《養鴨人家》為探討範圍〉

（《成大中文學報》53期，6月），則重探

台灣（香港）電影發展史，對國家文藝體制

下的台港電影敘事有詳細討論。論文首先耙

梳1960年代台灣政府如何在內外緣時空條件

下，推出新的政策法規，以提昇台灣的製片

能力並拉攏香港影業；爾後探討在這些措施

體制下受惠的三部電影：香港《星星月亮太

陽》（1962）及台灣《街頭巷尾》（1963）、

《養鴨人家》（1965），並指出這些電影的

敘事一方面貼近當時國家的文藝政策，一方

面卻也能兼顧自主性與藝術性。

在音樂／歌謠研究方面，呂興昌〈從

日本軍歌到台灣禁歌的觀察—以〈步くう

た〉、〈無頭路〉為例〉（《台灣文學研究》

10期，6月）一文，比較1941年風行日本及

其殖民地的軍國歌謠〈步くうた〉，與1964

年根據同一曲調翻唱、最後卻遭當局查禁的

〈無頭家〉，並彰顯呂金守及其同代作詞家

的歷史位置。作者指出有別於上一代1920年

代的創作者對日語的熟稔，1935年左右才出生

的呂金守這代人，並不精通日語，因此接觸

日語歌謠時主要是欣賞其曲調之美，在翻寫

歌曲時也較少受到日語原詞束縛，而逕自打

造新的台語歌詞。從〈步くうた〉到〈無頭

路〉正是典型案例，而同一曲調的它們也在

不同的歷史時空下，遭逢差異甚大的命運。

解昆樺的《繆斯與酒神的饗宴：戰後台

灣現代詩劇文本的複合與延異》（台北：台

灣學生書局，1月），是以戰後至2015年的台

灣現代詩劇文本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書。作

為複合文體的「現代詩劇」，過往受到的研

究關注甚少，作者對「現代詩劇」的定義為

「具有一定戲劇形式規格，並以詩語言進行

表現的現代詩文本」，而具有戲劇規格也就

具有一定的演出可能，因此在文本對象上有

著案頭詩劇文本和展演詩劇文本的分別。全

書針對戰後台灣現代詩劇的「知識與文本發

展」、「創作美學」、「主題風格」分章探

究，對於此邊緣複合文體的發展及特色，做

出總體性的考察。

五、其他重要研究

除了「跨域」與「跨界」外，本年度自

然還有無法劃進該類屬的現當代文學研究。

例如關於現代詩的研究（包括上述解昆樺的

專書），今年亦有相當數量。劉正偉的《早

期藍星詩史》（台北：文史哲，1月）主要整

理、釐清早期（1954-1971年）藍星詩社的歷

史，包括詩社的成立、組織、發展，並對早

期6種詩刊《藍星週刊》、《藍星宜蘭版》、

《藍星詩選》、《藍星詩頁》、《藍星季

刊》、《藍星年刊》及其詩家詩作的風格、

詩學觀點進行探究分析。

洪淑苓的《孤獨與美：台灣現代詩九家

論》（台北：釀出版，10月），依年紀排列

順序討論了周夢蝶、鄭愁予、葉維廉、杜國

清、席慕蓉、莫渝、陳義芝、瓦歷斯‧諾幹

以及陳克華9位現代詩家。作者表示若對照台

灣現代詩的發展，這九位詩家皆是涉及詩史

風潮的重要人物。而對於他們的探索，除了

揭示詩創作中永恆的孤獨美學，亦能與半世

紀以來的現代詩史相互闡發。

陳瀅州的〈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創世紀詩

社之「超現實」詩論〉（《台灣文學研究》

10期，6月）則是具有「翻案」企圖心的學

術論文。他認為過往主流詩史將「創世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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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超現實詩潮」與「反共文藝」二元對立

起來，其實掩蓋了詩社與官方文藝政策間的

關係。而他透過對「超現實」論述的詳細分

析，指出「創世紀」雖由「民族」轉向「超

現實」、由「縱的繼承」轉向接受「橫的移

植」，其內核仍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展演。

在日治時期研究方面，林巾力的〈殖民

地的文學史建構：重探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史」書寫〉（《台灣史研究》23卷4期，12

月）雖然篇幅上還是比較側重討論島田謹二

和黃得時的文學史論著，但因為全文傾向將

「台灣文學史」視為一項書寫活動或學科建

制進行考察，故有了不同以往的研究視點。

作者以1938年島田謹二的〈南島文學志〉做

為日治時期文學史書寫的前、後分界，在前

期討論了接近傳統藝文志的撰述、劉捷的文

學史，以及河崎寬康、裏川大無與中山侑等

人的論述，並指出在前期的文學史建構中，

呈現的是台灣人與日本人「相互排除」的狀

況。而島田謹二則將文學批評的機制帶入文學

史書寫中，並將台灣想像為眾多民族文學的

匯集之地（只是在多元民族的內部中，依舊

存在文化的優劣高下）；而黃得時的〈台灣

文學史〉批評基準則時刻以「台灣」為衡量

尺度，而能夠如實反映台灣狀況的「寫實主

義」，於是成為其建構的重要機制，並進一

步作為想像台灣文學史主體性的重要憑據。

在戰後初期研究方面，黃惠禎的《戰

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台北：聯經，

6月）專書，對於以往較少受到關注的楊逵

戰後初期之社會運動和文學活動，有重要的

研究「補完」意義。全書探討楊逵戰後初期

的各種動向、與中共地下黨的關係、引介中

國現代文學之目的、與大陸來台作家的互動

與彼此異同等，並對於楊逵主編《一陽周

報》、選輯「中國文藝叢書」的策略，以及

與揚風的合作交流，闢有專章討論。此學術

專書的推出除了能更豐富楊逵研究，亦有助

於對他在台灣複雜歷史語境下之思想和行

動，有更精準地釐清、把握。

陳明成的〈側論早期的「李萬居／《公

論報》現象」—以戰後三次的「藝文」刊

評及其歷史脈絡（1945-1957）為考察對象〉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3期，10月），則

也是帶有「翻案」旨趣的研究論文。透過

《公論報》早期對〈香蕉香〉話劇、〈台灣

文學的方向〉、「反共藝文」的三次藝文刊

評及其歷史脈絡之考察，重估李萬居／《公

論報》歷史定位和侷限。作者指出《公論

報》基本上只可算是反措施，但並不反體

制，有對於主流話語權的積極靠攏，也有對

市民社會議題發出不平之鳴的舉動，進而顯

露矛盾、游移。作者更犀利點出，李萬居／

《公論報》如此游移的言論，對內能形成一

種維持社會秩序、收攬人心的「安全閥」，

對外則被當作「自由中國」形象的宣傳依

據，反倒無形中成為了黨國威權體制「維

穩」系統中的一環。

戴華萱的《成長的迹線：台灣五○年代

小說家的成長書寫（1950-1969）》（台北：

萬卷樓，5月），在年份範圍設定上似乎不很

精準。作者表示本書研究目的主要是想調低

文學史上認為1950年代是「反共懷鄉」主調

的大敘述，轉而探討作家們刻劃小人物的一

個個深刻凝鍊之成長小敘述。這些文本中所

能抽繹出的主題，不僅無法被涵攝在意識形

態對文學（史）的既定分類及評價下，甚至

更能歷久彌新、感動人心。



116 2016 台灣文學年鑑

在現代主義文學的探究方面，由白睿文

（Michael Berry）、蔡建鑫（Chien-hsin Tsai）

所主編的《重返現代：白先勇、《現代文

學》與現代主義》（台北：麥田，1月），其

內容主要來自2008年5月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

拉校區舉辦的同名學術研討會。比較特別的

是，除了透過學術論文討論白先勇的作品、

現代主義在台灣、中國及東亞的發展和影響

外，研討會還邀請了多位學者、作家甚至導

演，舉辦多場演講、座談，這些彌足珍貴且

能使研究者觸類旁通的對話資料，亦收入本

書當中，這使得日後研究相關課題者，勢必

無法略過此論文集。

最後，關於新世代作家作品的研究，

劉淑貞在去年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概述〉中

曾經表示：「當代作家的文本研究，似乎也

因此呈現斷層的狀況。極少討論新的文本，

而多為經典文本的再詮釋，可見新的學術與

創作的生產循環並未成熟或成形。」但來到

本年度，倒是有王國安的《小說新力：台灣

一九七○後新世代小說論》（台北：秀威，

5月）出版。他以在台灣已有著作出版或發

表的六、七年級作家作品為觀察對象，並基

於「文學反映時代」的概念，認為這些出生

於1970年代以後的新世代處於共同「感覺結

構」下，必然產生具有共相的世代文學樣

貌。這種「尋找共相」的動機形諸全書結

構，各章便並非以個別「作家論」的方式進

行，而是先探討整體世代形成的內、外緣因

素，進而對「空間書寫」、「輕盈風格」、

「常見主題」進行分析。其使用的小說文本

頗新，有些甚至是近一兩年之作，一定程度

回應了劉淑貞去年的提問。在本書後記處，

作者也提及此研究的可能盲點—對於六、

七年級作家之間的更細部差異無法呈現，然

後描繪了自身的一些觀察，甚至嘗試討論更

新世代作家的樣貌，亦值得留意。

六、結語

若觀察近幾年來的〈現當代文學研究概

述〉，事實上「跨域」與「跨界」並非2016

年台灣文學研究的特出現象，而僅不過是相

關趨勢的延續而已。究竟為何會有如此的研

究「潮流」？應是值得探索但需要另闢專章

的議題，此處不擬多談。

而或許也會有論者擔憂這種研究趨勢，

是否將有害於比較傳統的台灣文學研究、文

本細讀、單一作家論的深究等？我想延續個

人在第13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觀察報告〉中的說法，指出在近年來的台

灣文學研究中，文本的細讀工夫及其與理論

或新框架的相互融會結合，事實上是有相當

顯著進步的。也許對於「跨」的研究而言，

由於其需要熟悉更多不同的社會、文化、歷

史脈絡，更多不同的媒介載體，因此對不同

語境下的文本分析能力，反倒是會更加有所

砥礪。

不過對於「跨界」，在此還是必須老實

指出，由文學跨向其他藝術類型、媒介，不

少研究的分析對象其實還是針對著老本行的

「文字」文本（如：劇本、敘事、台詞、歌

詞等）。這或許在初始會是由文學出發的便

利或優勢，但久而久之若只置喙於此，會否

終將成為某種循環累積的劣勢？大概也值得

深思吧。

另外，關於「數位人文」的討論、研究

近年來愈發興盛，也許它將成為明年或未來相

當顯著的文學研究新趨勢之一，值得留意。


